












     
  
北京人艺重排、新编了“赵氏孤儿”，看过以后给人留下许多
思索，也留下了一些余味。我赞同这一改编的倾向和意图，并对其
舞台时空的调度、表演的节奏感和分寸感把握等深表赞赏，到底是
“人艺”的戏！然而正所谓爱之深、责之切，我觉得新编“赵氏孤
儿”的戏剧意图在作品中实现得还不充分，还有一些可以商量和琢
磨的地方。 
  
任何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它或者充溢着一种
情感，或者下意识地演示着一种意图，从头到尾都被大致相似的艺
术氛围充填着，如此才显示了艺术作品特有的完整和统一。戏剧由
于其特别的生存方式对这一点似乎格外看重。以传统的“赵氏孤
儿”“题材”作品来说，它写的是英雄复仇故事，弥漫着“崇高”
的悲剧情调。这里的人都与普通人不同，他们是帝王、将相、公
主、贵族；他们关心的事也与普通百姓不同，他们有疑虑、有忧
愁，但没有一件是日常生活琐事，他们关心的是远离油盐酱醋的名
誉、地位、国家和“政治”等。当这样一些人因为某种机缘聚到一
起的时候，在大致相同的追求中，在地位、名誉、自尊心和信念的
驱使下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，每个人都不能退让，否则便与他
们的“英雄”身份不符，结果悲剧降临了。 
  
新编话剧《赵氏孤儿》对程婴要求“孤儿”复仇之前的戏剧情
节有意进行了一些重新阐释，但基本戏剧情调并没有发生改变，而
且在我看来，把忠、奸之辨蜕化为倾轧之仇，在屠岸贾和赵盾的对
峙中积聚起的情感倾向似乎更适合于完成“复仇”的悲剧。戏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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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大部分情节演述、积聚的都是这样的情感，只在结尾的瞬间让
“孤儿”个性化的不复仇，这不是现实是否可能的问题，而是艺术
应该怎样处置的问题。强行把不复仇的“解构”意图放在复仇的
“结构”文本中来，势必有损于作品的内在统一性和圆满性追求。
生活中的“事件”结局可能有多种可能，但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特定
的事件结局只能有一种，开放式的结局，也是“一种”结局，因为
“开放”和“不开放”决定于人们对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布置
和阐释，在能够开放的结尾和不能开放的结尾中，作品展演的看似
相同的事件只在表层一致，内核已经不同。开放的结尾与开放的情
节设计相一致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“统一”主要
还不表现在作品的思想意图上，而表现在作品的情感基调上。如前
所述，传统的“赵氏孤儿”题材作品中充斥的复仇意向是英雄情
感，新编话剧中的“孤儿”不复仇时有一句重要的台词，“这些干
我什么事？”“孤儿”的这一反问已经远离了英雄的世界，如果在
此之前的情节展演中任何一个人心存一丝这样的意念，整个故事便
崩塌了；这固然可以说是“作者”对前面戏剧性结构成分的解构，
但在思想上这样去阐释可以，在艺术中人们还不只是“思索”，还
要宣泄，你已经把观众的情绪引到了复仇的期待中，却让一个不能
承担这一期待的人物出场，用意何在？如果用“孤儿”不复仇的合
理性去重新定位作品的事件布置，那么，此前的戏剧情感结构方式
就不能说是成功的；反过来如果用复仇的情感结构方式看待“孤
儿”的不复仇，那么不复仇的举措又显得突兀，缺少艺术情感所必
须的首尾一致性——它破坏了作品情境的圆满和统一——即使是残
缺和开放的结构也应该有残缺和开放的统一性。 
  
新编话剧《赵氏孤儿》有别一种“单纯的时代精神传声筒”之
嫌，起码它对“孤儿”的不复仇情节处理有些简单化。我们知道，
“说岳全传”有王佐断臂劝说“孤儿”复仇的情节，“革命现代京
剧”《红灯记》也有“痛说革命家史”的一段，因为人们下意识的
知道，复仇不是简单的行为，没有“回忆”血雨腥风年代的感情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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淀，“孤儿”行为的情感动能不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新编话剧
《赵氏孤儿》中程婴要求“孤儿”复仇时的行动显得“仓促”，缺
少必要的情感铺垫，即使想要“孤儿”不复仇也不能简单行事——
须知，《哈姆莱特》的全部戏剧情感几乎都在演示哈姆莱特复仇时
的“犹豫”，新编《赵氏孤儿》只用几句台词就让戏剧匆匆落幕
了，这固然与作品的意识倾向有关，但正因如此，其“复仇”的情
感结构与“不复仇”的解构意图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地显露出
来。 
  
 
